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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制义的排偶形态及其文体规定性

陈维昭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自明代至清末，制义的文体形态发生过一系列的变化，其正讲部分不仅出现过两扇、四段、六股、

八股、十二股等对偶形态，而且出现过三股、五股、七股、九股的排比形态，这是明清制义 “循题立格”原则
的实践结果。明代成化以后制义以八股为常态，清代嘉庆以后则以六股为常态。“八股文”一词不足以涵盖
制义的文体形态的丰富性，从 “八股文”一词去考察明、清制义的源流，我们很难把握到明清制义的文体规
定性。遵朱注，是制义在义理阐释上的规定性；入口气，是制义修辞的规定性；而 “体用排偶”则是制义正
讲部分的文体规定性。正讲部分最富于变化，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写作个性，是我们考察明、清制义文格的正
与变的一个窗口。清代制义家在 “体用排偶”与 “以古文为时文”进行调和，提出 “以比偶为单行”的修辞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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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义起源诸说与 “八股”溯源的合理性评估

明、清乡试、会试以三场试士，首场考经义，其文称 “制义”，晚明开始又有 “八股文”之称。自明至
清，这一文体发生过一系列变化，而其相对稳定不变者，本文称之为制义的文体规定性。

什么是制义的文体规定性？历来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其认识上的差异，典型地表现在对这一文体

的溯源上。文体溯源是指对某一已经形成的文体的渊源进行追溯。由于一种文体的形成总是在历史发展的

长河中由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因缘混合而成，因而一种文体本身总是混合着各种各样的 “前身”，这给人们

认识这一文体的规定性带来一定的困难。只有把握住现有文体的规定性特征，才能有效地对它进行溯源。

但是，对现有文体的规定性特征的认知，却依赖于我们现有的文体观念。这就形成了一种认识论上的悖

论：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今天已知的文体观念去追溯某一文体在形成过程中的未知文体渊源，今天的

文体观念影响了我们溯源的方向和水平。比如关于中国戏曲的起源，就存在着宗教起源说、劳动起源说、

歌舞起源说等等，这些溯源行为其实是受制于溯源者的艺术观念的。王国维对 “戏曲”的定义是 “合歌舞

以演故事”，因而他的 《宋元戏曲史》便分别沿着歌、舞、演、故事四个方向去溯源，这使得他所追溯到的戏

曲源头不同于宗教起源说或劳动起源说。

关于制义的起源，自清代以来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从命题内容去溯源，

二是从义理诠释方式去溯源，三是从正讲部分的体段形式上去溯源，四是从修辞形态上去溯源。以下分而

述之。

乾隆间臧岳说：“唐制试士，改汉魏散诗，而限以比偶。有首韵以破题，有颔联以承题，有颈联以转合

题面，有腹联以实发题义，有后联以开拓之，有结句以收束之，是试帖之首尾，即时文之起结，试帖之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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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即八比之格式也。人知八比起于宋代，而不知八比已昉于唐时矣。”①袁枚说：“时文八股，其流派实始

于唐人应制之八韵应制诗。”②《四库全书总目》谈及宋末魏天应编、林子长笺注的 《论学绳尺》时云：“然当

日省试中选之文多见于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

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③焦循曾以八股与元曲相比，认为八股文的体段源自戏

曲体制：“破题开讲，即引子也；提比、中比、后比，即曲之套数也；夹入领题、出题、段落，即宾白也。”④

这些都是从八股体段的角度溯源。

臧岳又说：“唐以前试士，未有摘经书句命题者，有之，自试帖始。如 《行不由径》《言行相顾》之类，

是以 《四子书》命题也；如 《闰月定四时》《西戎即叙》之类，是以 《尚书》命题也；如 《震为苍筤竹》《洛出

书》之类，是以 《周易》命题也；如 《七月流火》《笙磬同音》之类，是以 《毛诗》命题也；如 《律中应钟》《东

风解冻》之类，是以 《礼记》命题也。时文之胚胎在此矣。”⑤梁杰说：“其初本论体之小变，特专以 《四书》

语命题，其源盖出于唐之帖经、墨义。北宋以前，《大学》《中庸》尚在 《礼记》，唐试经义，未立 《孟子》，而

以 《礼记》为大经，治诸经者皆兼 《孝经》《论语》，亦有以书语为论题者，如 《颜子不贰过论》，皆其滥觞

也。”⑥这是从命题方式的角度溯源。

郑灏若认为：“四书之文源于经义，创自荆公。”⑦章太炎说：“注疏者，八股之先河。明清之奏议，八股

之支派也。”⑧这是从义理诠释方式角度的溯源。

阮元说：“《两都赋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语公卿二比，即开明人八比之先路。……四书文之体皆以比

偶成文，不比不行，是明人终日在偶中而不自觉也。且洪武、永乐时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

派。”⑨周以清说：“其代古人语气者，自绍兴杨万里始。”�10钱锺书一方面斥阮元的 “力言经、史、子不得为

‘文’”的观点是 “拘墟之说”，而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八股文实骈俪之支流，对仗之引申”。�11 这些都是从

修辞的角度溯源。代言是明清制义文体修辞的规定性，由此上溯其源，则必着眼于金元戏曲。明代吴乔

说：“元人就故事以作杂剧，始代他人说话。八比虽阐发圣经，而非注非疏，代他人说话。”�12吴乔因此而斥

八股文为 “俗体”。清代袁枚说：“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

皆以描摩口吻为工。……此其体之所以卑也。”�13因其代言修辞而斥时文之体卑。

历来的八股文溯源基本上不出这四种角度。从命题形式上溯源，难以把握住明代制义文体的本质特

征。从义理诠释形式上溯源，不能显示明代制义与宋元大义之间的不同。相比之下，从制义正讲部分的修

辞形态去溯源，可以捕捉到制义修辞最为主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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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种溯源中，那些从正讲部分的体段形式上的溯源，多是基于 “股数为八”的文本形态，多是立足

于 “八股文”的概念的溯源。这种溯源理念最为流行，但它容易屏蔽制义真正的文体规定性。

二、“八股文”一词不足以涵盖制义的文体形态

明代乡、会试以三场试士，首场试经义，三篇四书文和四篇本经文，合称七艺。顾炎武称之为 “经义”

或 “经义之文”。但顾炎武在解释 “经义之文”的时候却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①《明史·选举

志》也说：“体用排偶，谓之八股。”②把 “经义之文”与 “八股文”等同起来。这一表述可以引导出这样的理

解：从 “诠释儒家经典义理”的角度，称为 “经义之文”；从文章体段的角度，则称之为 “八股文”。

这导致２０世纪以来一些学人把 “股数为八”视为明清制义的文体规定性。如 《中国科举辞典》说：“明

清科举考试规定之应试文体……明初开科考试，敷演传注，或骈或散，并无定规，成化后始演为定式，每篇

由破题、承题、起讲、领题 （入手）、起股 （提比）、中股 （中比）、后股 （后比）、束股 （束比）等部分组成。

……该四段中，每段均有两股排比对偶之文字，共计八股，故称‘八股文’或‘八比文’。”③

清代以至今天的一些学人，甚至从 “股数为八”的文体认知去追溯明清制义文的渊源，把律赋、律诗视

为明代制义的源头，并进而推出 “其定为八股之法者，则实始于成化以后”④的论断，视八股之法为成化以

后的定法。

股数为八，这可以用来解释 “八股文”这一名称，却不能涵盖明、清制义文体形态的丰富多样性。因为

制义文的正讲部分除了八股形态之外，还有两扇、四段、六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的形态，甚至还有三

股 （明、清人称之为三段）、五股、七股、九股的文体形态。尽管在明清制义发展史的某些阶段，八股的文

本形态成为主流的制义文形态，但股数非八的制义文仍然大量存在，并与八股之文同时并存。

顾炎武在解释流俗为什么称经义之文为 “八股”时说：“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

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 （成化二十三年会试因单句题而出

现八股文法）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

之何谓矣。”⑤顾炎武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顾炎武指出，股数为八的文本形态的形成与题型有关，

这就是单句题 （一般是具有两个义项的单句题）。“若长题则不拘此”，如果是长题的话，则不拘 “八股”之

格。可见，“股数为八”并非制义的文体规定性。第二，从明代制义写作史的角度看，“股数为八”只是特定

时期的主流文体形态，“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他的意思不是说，嘉靖

以后，八股文就不存在了，而是说，嘉靖之后，儒生已经纷纷不守 “八股”之通例了。

万历间黄汝亨说：“自来经、书艺与策、论不同体，先辈于此循题立格，不越绳尺。而近世高才辈出，

变化无穷，不复可以此概量天下。……诸君之才既受异于天，而胸中所苞罗探抉，能独辟户牖，往往缘题

起意，驾乎题之上而不为题缚；缘意命格，超乎格之表而不为格囿。翔寥廓而标英灵，岂绳趋尺步之流所

能望涯而至哉！”⑥可以看出，万历年间，在 “驾乎题之上而不为题缚；缘意命格，超乎格之表而不为格囿”

的时代风潮之下，发生 “不知八股之何谓”的情形，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到了清代嘉庆之后，甚至出现了以六股之文为制义文的主流的情形。（详后）

显然，从 “股数为八”，或者从 “起股 （提比）、中股 （中比）、后股 （后比）、束股 （束比）”的四段论出

发，我们都无法准确把握明清制义的文体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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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间李廷机在其 《科甲文式元魁真铎》中把制义文体分为破题、承题、起讲、正讲、缴束、大结等六

个部分，这是明清制义文体的基本构成，也即是本文所说的制义文体规定性。与李廷机同时期的袁黄把束

股放在正讲中论述，其文体构成为破题、承题、起讲、正讲、大结五部分。而 “体用排偶”指的就是正讲部分。

破题有一套大家遵守的破法，如 “圣人”破 “孔子”，“贤人”破 “孟子”，起讲有标志性的 “意谓”“若

曰”，而真正显示作者个人特点的，则是正讲部分，也即制义的排偶部分。至于正讲部分，其体段形态究竟

是两扇、四段，还是六股、八股、十股，抑或三段、五段、七段、九段，这取决于作者的炼格。而炼格则受

制于题目，或者说，受制于作者对题目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的 “缘题起意，缘意命格”。

对正讲部分的分股数量和排偶形式的设置，既出于作者应对题型特点的考虑，也受制于作者对题型、

义理的理解乃至文章审美的取向。

故本文把 “体用排偶”视为明清制义最重要的、最本质的文体规定性。

对于正讲部分的构思来说，重要的不是股数，而是布局与修辞。隆万间沈位 （号虹台）论制义文体时，

只论破、承、开讲、股法、过文、小结、大结，仅以 “论股法”综论排偶部分的文法，并不着意于股数。袁黄

的 《游艺塾文规》，对制义作法的讲解，只讲四部分：破题、承题、起讲和正讲。其 “正讲”中的分股排偶部

分，所举程墨往往不只八股，如他所举的万历丁酉科浙江乡试张应完墨卷，其正讲部分有十四股 （包括束

比的两股）。股数的多寡乃是制义文格演变的结果。

三、循题立格与 “体用排偶”的展开形式

袁黄在讨论制义写作时，首重文格，在 《举业彀率》中首先 “论格”，然后才去讨论制义文的各个体段。

虽然袁黄基本上是在 “股数为八”的通行体式下讨论制义写作 （他后来的 《游艺塾文规》及其续编也如此），

但他所举大量制义文所呈现出来的体段形态却是丰富多样的，他对制义文体的认识理路是值得重视的。

为文先炼格，这是袁黄的基本观点。而体段形态 （包括八股），只不过是炼格的结果。制义的特性及

其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多变与求新。股数及其排列方式的变化，是制义写作的生命力的表现方式之一。

（一）六股文

关于制义的体段，清初毛奇龄说：“唐制试士，改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有破题，有承题，有颔比、颈

比、腹比、后比，而后结以收之，六韵之首尾即起结也，其中四韵即八比也，然则试文之八比视此矣。”①八

股是由颔比、颈比、腹比、后比组成的，这是明代成化以来制义文的流行格式，但并非士子必守的唯一格式。

在成化之后的八股通例中，后比之后还有 “束比”两股，这两股同样采用 “体用排偶”的形式，却不计

入八股之数。袁黄在谈到制义排偶部分的文体格式时，分列破题、承题、起讲、提法、小股、大股、过文、

缴、小束、大结等十条目，是为十段式文格。其中，提法、小股、大股、过文、缴等五条涉及了制义的五比：

提比、虚比、中比、后比、束比。每比二股，共十股。（袁黄并不在条目上以提比、虚比、中比、后比、束比

排列，而是把虚比、后比、束比的做法分别放在 “提法”“过文”“缴”中论述，这说明他对作法更加重视。）

到了李叔元作 《肄业精诀》一书，便列有提股式、虚比式、实比式、末二比式和缴题式，此五式正对应

于袁黄的提法、小股、大股、过文、缴等五条目。至汤宾尹 《一见能文》，其 “作文式”的排偶部分便由起比

式、虚比式、中比式、后比式、束比式等五条组成，同样对应于袁黄所提及的排偶五式，而条目显得

更加清晰。

这五种比式的每一种均有两股，共十股。比较一下徐常吉与汤宾尹对束比的不同表述方式，就不难明

白，第五式 “束比式”是不算在八股之数内的。徐常吉谈八股文体段，在谈了首二比、三四比、五六比、七

八比之后，又谈到 “束题”，而不是 “九十比”。虽然束题 （或称 “束比”）也采用比偶的形式，也往往出以

二股，但它不在八股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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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七八比时，徐常吉说：

一篇文字，英华多在七八比上露之。若前面文如锦绣，而至此单弱，终是虎头蛇尾，非全才也。

善作者宁可韬光敛锐于前，至此却以奇思粹语层见叠出，方为作手。大抵文至终篇，气宜长而不宜粗，

理宜完而不宜杂，词宜富丽而不宜腐冗，味宜委婉而不宜直率。至于八比既完，又当总会前文，咏叹

数句或二小比于后，庶觉气度从容，理趣完具，而为大家手笔矣。①

这一段文字也出现在汤宾尹的 《一见能文》里，汤宾尹称之为 “后比式”，可见，“后比”即七八比。如

果束比两股也算入，岂不成了 “十股文”？李廷机与汤宾尹的制义文体观是一致的。

八股之后另有束股，这种制义体段形态直至清代前期仍是如此，康熙间唐彪 《读书作文谱》论制艺体

裁，在论了八股之后，又有束股，也是骈偶形式，可见束股并不在八股之数。

但 “八股”只是一种时趋、通例，而非官方功令所限。嘉靖间杜伟 （号静台）论文，在谈到文之立格时

说：“一滚格如明珠滚盘而不出于盘，有详略而无断续也，荆川先生 《此谓国》篇、《由也升堂》篇、《亚饭干

适楚》篇是也。大概先提出本题，然后正讲六股足矣，不必以八股为拘也。”②以此段视之，可见万历间已以

八股为拘，同时也可见，可以不为八股所拘。

制义体段形态在清代嘉庆后期开始发生变化，六股文开始成为时尚，于是，人们对正讲的体段形态的

认识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焦循在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 （１８１９）的 《易余钥录》中把时文的体段比拟于戏曲

体制，他说：“破题、小讲，犹曲剧之有引子也；提比、中比、后比，犹曲剧之有套数也。”③仅提 “提比、中

比、后比”三比六股，可见其时已有 “六股文”的体制了。道光间司徒德进所著 《举业度针》所介绍的制义

文体体段是：起讲、领题、提股、中股、后股、结束。并不论及束股，可见其排偶以六股为论。在 《各股挨

题字顺逆起法》中，司徒德进说：“凡作文，前幅、中幅、后幅各处起法，必须变化错综，乃成章法。得诀只

在挨着题字，顺逆变换而起耳。如提比挨题某字逆起，中股则挨题某字顺起，后股则又挨题某字逆起，或

挨题某字中间扣起之类。”④三比六股正好对应着前幅、中幅、后幅。到了光绪间，谢若潮说：“八比为正格，

现用六比为多。”⑤光绪末年，有学人说：“咸丰、同治间，其时已废束股不用，大抵短中股，长后股，俗称板

六股，是则八股之有名无实者，已三十年于兹矣。”⑥如此，则咸丰以来，“板六股”已成制义写作的正格。

由于商衍鎏是清代最后一科会试的探花，因此，他在１９５６年所完成的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便成为今

人认识清代科举制度的启蒙书。商衍鎏的科举亲历者的身份，使得此书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 “文化遗存”

的价值。但是，商衍鎏的述录毕竟只是对清代尤其是清代后期的科举制度的记录，他的一些表述，是相对

于清代后期的科举制度来说，才是符合历史真相的。商衍鎏说：“八股者，为起二比 （亦曰提比），中二比，

后二大比，末二小比 （亦曰束比）。”⑦把 “束比”算入八股之数，这种做法早在章中如写于１９３１年的 《清代

科举制度》一书中已经出现，章中如该书下卷有 “文格”一节，介绍制义的文体格式：破题、承题、起讲、

领题、提比、出题、中比、后比、束比、落下。⑧

章中如、商衍鎏等人为什么会把 “束股”（即束比）计入八股之数呢？这是因为清代道光以来，制义体

段已流行六股形态，而束比两股依然存在。因沿用清代盛行的 “八股文”俗称，故道光以来仍称之为八

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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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章中如是知道清代制义股数的这种变化的，他认为以六股为正格是因为弃束股不用的结果。

他在论束比时说：“前六比意有未尽，再以两比收束。字句亦相同。宜短不宜长。此八比正式也。亦多不

用束比，仅作六比者。”①并说：“时文原名八股。固以八比为正格，六比亦为正格。”②在流行六股体段的时

期，称制义为 “八股文”实际上也就仅仅具有 “俗称”的意义了。

（二）奇股文

把 “体用排偶”理解为 “对仗”“骈偶”，这在制义理论史上是有普遍性的。但笔者一直强调，“排偶”分

指排比与骈偶。因为在制义正讲部分的排比中，存在着句式相同 （或相似）的三股、五股、七股、九股的排

比，笔者把这类股数为奇数的制义称为 “奇股文”。③ 奇股文是对奇扇题进行应对的结果，是 “循题立格”

的结果。

明清的制义理论家 （如明代李叔元、汤宾尹，清代的唐彪等）已经注意到奇扇题中的三扇题，并提出相

应的作法，即三段文。但到了道光间司徒德进则认为前人的这种以三股文应对三扇题的做法是一种呆板的

作法，他说：“《老者安之三句》，老少朋友，只随举三项以该天下之人。……若呆滞题面，分三大比做，便

顾貌失神。……又 《上老老六句》，孝、弟、慈，……若呆分三大比做，亦是失神。……而浅学往往依题分

股，岂知好走易路，正大输便宜也。”④这种 “呆分三大比”（即以三股应对三扇题）的做法不仅在明代制义

写作中为常态，在清代仍被很多名家遵守。司徒德进认为必须以 “合做”法去顺应 “骈偶”的原则，他说：

“凡文格，只有两扇、三扇，极至四扇而止，更无五扇做法。其自五扇以下，如文王‘敬止’之目，‘九思’之

目，‘五教’之目，此是段落体，总握大旨合做，是正格，蝉联串插映带做，是变格。不外此两法。”⑤所谓

“蝉联”者，排比也。文王 “敬止”之目，指 《大学》传之三章中间一节：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为五扇题。

虽然司徒德进强调四扇以上的题目以 “合做”为正格，蝉联或串插为变格，但毕竟承认变格的存在。

骈偶、对仗并不能涵盖明清制义写作的丰富性。光绪间的谢若潮这样描述当时制义写作中 “体用排

偶”形态的丰富性：

八比为正格，现用六比为多，更有三扇题用三大比，四扇题用四大比，或前三后二，或前二中三后

二，看题为之。更有用 “非”字格，前后俱用三比，中二短比以关锁之，格局亦新。至两截题用两大

比，中间锁以排语，亦一格也。⑥

“前三后二”为五股文，“前二中三后二”为七股文，“非”字格虽为八股，但前后俱以三股为一个单元，

中间以二股为一个单元。不管是把五股文、七股文，还是 “非”字格的八股文，它们相同的特点是，其排偶

部分存在着以三股排比为一个单元的结构特点，这显然不是 “骈偶”所能概括的。

关于制义文体与 “八股”的关系，清代陆陇其说得最为精确，他说：

科举之文，谓之八股，此特为两截题言之耳。题有两截，非上下各自发明，则题意不出。然欲发

题意，非虚实并发，则题意亦不出。故先辈于两截题，必将上截发四股，两虚两实；下截发四股，两虚

两实。此所以有八股之名也。两截之外如一句题，亦有发八股者矣，由虚渐实，所谓 “一滚格”是也；

亦有发六股者矣，题意已透，不多赘也。至如二句、三句之题，则用两扇、三扇之格；全章通节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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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用随题挨讲之格，固不拘于八股。但八股者多，不八股者少，此所以统谓之八股。①

明代制义与宋元大义不同的是，明代制义更强调循题立格。比如，对于三扇题，其排偶部分则以三句

排比句出之，成了三股的形态，对于五扇题、九扇题，也可采用五股、九股的文体形式。

对于奇股文、对于 “非”字格的八股文，我们无法用提比、虚比、中比、后比的四段论进行划分。

提出六股文与奇股文的写作现象，旨在强调，对于制义文体的规定性，从 “排偶”去认识，比起从 “八

股”去认识，更能够贴近制义的文体规定性。

四、经义文与排偶传统

（一）经义与经义论策的分工

制义为经义文章，按宋儒的说法，“作文害理”，制义文本应与 “沉思翰藻”“文饰”背道而驰，本应选择

散文化的语体，但明代制义却选择了形式化、“美文”化的文体设置，承接了排偶化的传统，这与经义考试

形式的演变有关。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五经成为人才选拔的一项重要内容。毛奇龄说：“汉未尝专用荐举也，汉以策

经取士，谓之制科。凡孝弟力田、贤良方正等，皆以策试行之其间，及举察所云，察廉举孝等，则兼制耳。

然且策试诸科，专重经学。其四科条例有曰经中博士，则但策以经；曰文中御史，则间及杂文。是以东汉

申明其制，直曰诸生试家法，竟以所习经为比户相传之法。计所取等第，必自通二经、三经至四、五经止，

并鲜通一经者。乃犹恐学不划一，诏诸儒讐定五经，而镌石以刊其文，因之有蔡邕石经树立鸿都门之事。

其重经学如此。嗣此，魏晋南北朝一遵其法，而隋唐于杂文中加以诗赋，于制科外别立秀才、明经、进士诸

科，皆特重经学。而或兼诗赋，或兼策对，则只于试经后次第及之。如诸科试法有用帖经，即帖括也。帖

经之后继以问经，即经义也。问经之后，然后或试策、试文、试诗赋，是唐人选举，但于杂文中增诗赋耳，

未尝专用诗赋也。其必用经，学汉、唐与宋，无异也。且其所为经者，有大经、中经、小经，自 《三礼》《三

春秋传》《周易》《尚书》《毛诗》以及 《论语》《孝经》《尔雅》，凡所帖所问，必大经、小经，所通不一，而后

试杂文，其重经学又如此。”②其经学考试采用了篇幅较长、较自由的策问形式，这为后来的科举制度所沿

习，并一直贯彻到清末科举制度结束。

自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以来，经学出现了考试科目的分流：综论与简答 （或记诵）。在唐代是经义论、策

与帖经、墨义，在宋代是经义论、策与大义，在元代是经义论、策与经疑、经义，在明、清则是经义论、策

与制义。

众所周知，唐代明经科采用帖经、墨义的形式以考核士子的经学基础，进士科考诗赋。但是，如果我

们换一个角度来梳理这个问题，则发现，进士科除了试诗赋之外，也试策问，而策问的内容既有时务，也有

经史。也就是说，在唐代，经学考试既有帖经、墨义的形式，也有策问的形式。帖经、墨义考核的是士子的

经学基础知识的全面性，经义策则是针对典型的、重要的经学问题，考核士子经学理解的深度。既有了经

义策，我们就没有理由责备帖经、墨义之试是 “徒事记诵”。也就是说，在科举考试中，经学考试出现分疏

的情形，简答与综论。

宋王安石贡举改革，罢明经、诸科，进士一科考大义和论策，其论、策便有经义之试。这样，五经义理

的考试就并存着两种形式：九经之试可以在论、策中综论，大义自然要向形式化的方向发展。经学义理的

集中的考核是在经义策，那么，大义之试就不以深度、集中为目的，而是就一个经学题目进行精炼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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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阐释义理方式、技巧的要求、起结与比偶的形式要求就被提出。南宋魏天应 《论学绳尺》一书专谈

论体的文格、体制 （如破题、承题、小讲、冒子、字法、修辞法，等等），从此书可见，论体至南宋已形成相

对固定的形式化体例。

在中国科举史上，元代科举首次将四书作为一个整体规定为乡、会试第一场明经考试的内容。其明经

科考试包括四书疑与五经义，两者均属经义之试，但事实上，四书疑之试是理学之试，五经义之试是传统

意义上的经学之试。首场的经义试至此分为理学之试与经学之试。其第二场的论体和第三场的策问都可以

试经学。在这种情况下，对经学的综合、纵深之论就由论、策去承担，而首场的经义文就更是向着形式化

的方向发展。在首场的经义文中，五经义显然更重视经学的实发，尤其是 《春秋》制义 “又不拘以八股，或

如论、如解、如辨、如议、如奏疏、如爰书，皆无不可”①。比起五经义，四书文的形式化、“美文”化倾向就

更加鲜明。

宋代的经义文已经开始走向骈偶化，张祝平曾分析元代经义具有 “分股解经”的特点。如果我们把宋

代经义纳入讨论的范围，可见宋代经义也具有这样的文体特点，张祝平称之为 “脚体经义”②。关于宋代经

义文，四库馆臣根据苏轼的 《刑赏忠厚之至论》等文，认为北宋经义文大都 “自出机抒，未尝屑屑于头项、

心腹、腰尾之式”③，只是到了 “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④。事实上，从 《经义模范》所选张庭坚、

姚孝宁、吴师孟等人的文章来看，北宋经义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套路。其文均有破题，而且其破题均以对偶

的两句 （实是两个义项）组成，文章的主体则分论这两个义项。比如，张庭坚的 《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的破

题是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天下国家，而不在一身”，将题目析为 “天下国家”和 “一身”两个义项，正

文即从这两个方面论述题目。《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以两偶句破题：“因人以为书，必即人以名其

书。”《惠迪吉》以两偶句破题：“循天下之至理，故得天下之至顺。”姚孝宁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破题：“吾

道不至于终泯其势，若有待于人；吾道可必其不泯其数，则有关于天耳。”直至南宋张孝祥，其 《作归禾作

嘉禾》同样如此：“天地委和以彰君臣之德，君臣克和以成天地之休。”对于宋代经义这种写作特点，宋徽宗

大观四年，有臣僚指出：“场屋之文，专尚偶丽，题虽无两意，必欲厘而为二，以就对偶；其超诣理趣者，反

指以为澹泊。请择考官而戒饬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强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弊。”⑤朱熹说得更加具体：

盖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而难于作义。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

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

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⑥

宋元经义这种 “分股破题”，实是朱熹所说的 “两句对偶破题”。这种方法运用于明清八股文中，便是

“立柱”、分股排偶。

由于明、清乡、会试首场的经义文与第三场的经义策同以儒家经典为阐述对象，由于第三场的经义策

篇幅较宽 （清代限论、策字数不得超过二千⑦），因而，对经典的深入阐述的任务就交给了论、策，而制义

数百字的篇幅限制使得制义不得不走向形式化、“美文”化，这使制义自然而然地承接排偶传统，向着 “沉

思翰藻”的方向发展，体用排偶的文体规定性也就应运而生。

（二）经义美文与排偶传统

对于明代制义文体，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八股，而是把排偶视为其文体的规定性，则制义的溯源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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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４０页。

［清］昆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二，光绪间石印本，第１Ａ页。



接指向排偶传统。

排偶，也叫比偶。排，指排比；偶，指对偶。排偶修辞法的起源甚早，六经、先秦诸子散文，已经出现

大量的排偶现象。朱光潜说：“说来很奇怪，中国散文讲音义对仗，反在诗之前。《孟子》《荀子》《老子》诸

书中常有连篇的排句。这大概是因为作者的思想丰富，同时顾到多方面的头绪，所以造语自然排偶，与辞

赋状物，易趋于排偶，同一道理。汉人著作，除史书外，大半仍骈多于散。这一方面是承继周秦诸子的遗

风余韵，一方面也多少受辞赋的影响。左丘明的 《春秋传》和司马迁的 《史记》之类史书是中国散文离开排

偶而趋向直率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这般作者在秦汉时代是反时代潮流的。史书所以最早有直率流畅的散

文，也有一个道理，因为史专叙事，叙事的文章贵轻快，最忌板滞，而排偶最易流于板滞。清朝古文运动中

的作者最推尊左庄班马，就是因为这些‘古典’所给的是最纯粹的散文。”①六经、先秦诸子和左、《史》开启

了中国文章的散、偶两大传统。

而科举考试的标准化性质、经义文与经义策的分工，更加速了唐代律赋、宋代大义、明清制义向着排

偶传统靠拢。袁黄说：“四六盛于六朝，然皆风烟月露之词，于政事礼乐、典章文物之体未备也。自唐开元

十二载诏以诗赋取士，自此八韵律赋盛行，缎炼研摩，声律始细。然当时作者，如陆贽、裴度、吕温辈，犹

未能极工；至晚唐薛逢、吴融辈出于场屋，颇臻妙境；及宋嘉祐、治平间，相传四百余年，师友渊源，讲贯

磨砻，口传心授，以骈丽之词，叙心曲之事，寓行云流水之态于抽黄对白之中，而四六始称绝唱矣。”②明代

前期制义字数在二三百字间，这使它在修辞形态上贴近四六传统。

阮元甚至认为，四书文比起经、史、子系列的书籍来更接近 “文”，承接着 “文”的正脉。他在 《书梁昭

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里，认为 “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③六朝的四六骈俪才是真正的文。阮元不认同

唐宋八家的奇偶相生之文，指出 “沉思翰藻”之文与唐宋八家之文的分野就在于奇、偶之间。“经、子、史多

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选》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④“是 《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

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⑤钱锺书认为阮元此文乃 “拘墟之说”，“力言经、史、子不得为‘文’。

盖皆未省‘诗’与‘文’均可由指称体制之名进而为形容性能之名。”⑥撇开阮元的偏执不论，阮元此论强调了

明代制义承接着 “沉思翰藻”的文章传统，却是符合事实的。

结语：“以比偶为单行”与制义的尊体

一方面，作为科举文体，“体用排偶”是制义最为基本的文体规定性，由于经义策的存在，因而从宋元

大义以至明清制义，一直保留着形式上的、审美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制义毕竟是经义文章，排偶毕竟有

悖 “作文害理”的理学观念，于是，“以古文为时文”的文章理念在具体的实践中就催生出 “以比偶为单行”

的修辞策略。“体用排偶”是要求制义的正讲部分必须采用排比、对偶的形式，“以古文为时文”则是要求化

偶为散。一旦化偶为散，也就不符合 “体用排偶”的文体要求了。于是就出现了 “以比偶为单行”的修辞原

则。所谓 “以比偶为单行”，是指采用对偶的两句 （两股）去铺排儒家原典或朱熹集注上的一句话，或者说，

０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光潜：《诗论》，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５８页。

［明］袁黄撰，黄强、徐姗姗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７页。

［清］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清］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三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

第６０８页。

［清］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清］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三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

第６０８页。

［清］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清］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三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

第６０９页。

钱锺书：《管锥编》第２册，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２２６页。



把儒家原典或朱熹集注上的一句话分拆成对仗的两句话 （两股）。从句式上看，是对仗的两股，符合 “体用

排偶”的要求；而在语义上，两股之间并非语义的重复咏叹，而往往是一种顺延、伸展、因果、递进的关系，

以此化解句式上因排偶而形成的板滞，从而达到古文在铺叙上的顺畅。“以古文为时文”与 “体用排偶”的

矛盾统一，是明、清制义文体最具特色的修辞美学。

康熙间制义名家储在文在评价刘子壮的 《周监于二代　节》题文时说：“运古于时，运散行于排偶，此

法自荆川始。”① 他以 “运散行于排偶”去描述唐顺之的 “以古文为时文”的制义变革。其后，方苞即在 《钦

定四书文》中引述胡定的 《逃墨必归于杨　一章》题文的原评，称此文：“以比偶为单行，以古体为今制，唯

嘉靖时有之，实制义之极盛也。”② 胡定此文的提比即云：“夫二者非中道，固皆可以久；而人情虽甚溺，亦

必有时而悟。”③ 这实际上是把一个让步从句分列成对偶的两股。

此后，“以比偶为单行”“运散行于排偶”“易比偶为单行”“排偶之体，单行之神”④ “以单行之气运排偶

之神”⑤ 就成为清人推崇优秀时文的流行用语，用以推崇能够 “以古文为时文”的制义。

“以比偶为单行”是在恪守 “体用俳偶”的文体规定性的前提下，向古文传统回归，是制义试图摆脱因

排偶而 “格卑”的文体陷阱而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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